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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与农民的环境抗争

——以安徽汪村为例
1

张金俊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集体记忆是特定的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一种过程和结果。基于集体记忆研究的社会群体视角和实地

调研资料，发现从集体记忆到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发生中间没有临界点，“苦”“韧”“怨”和“恨”等集体记忆

中的核心元素引发了农民的环境抗争行为。1995-2014 年，由集体记忆引发的汪村农民环境抗争分为三个不同的阶

段并呈现出心理感受的强烈性与抗争维权的坚决性、环境抗争行为与集体记忆的交互性以及环境抗争记忆中的国家

印象三个特点。在社会学视域中，集体记忆与农民环境抗争的未来研究方向是集体记忆与环境抗争行为的交互机理

研究、农民环境抗争后的集体遗忘研究以及农民个体环境抗争记忆微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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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集体记忆是特定的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一种过程和结果，是对过去进行重构的结果。
[1]
它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人们正是

在社会中才获得了记忆。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
[2]68、69、93

西方学

界关于记忆的社会与文化维度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 20-30 年代为理论奠基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是“记忆潮”时期，

当代则是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性记忆时期”。莫里斯·哈布瓦赫是理论奠基期的代表人物，“记忆潮”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

者皮埃尔·诺拉以及德国文化记忆理论的提出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夫妇，“世界性记忆时期”可以说是“正在发生

的历史”，但除了增加更多的研究案例以外，似乎缺少了理论拓展的空间。
[3]
我国大陆社会学界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从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起步。有学者曾尝试从集体记忆、公共记忆、民众记忆和想象记忆入手来区分社会记忆的类别，并研究了西北农

村政治运动左倾政策所造成的苦痛记忆，认为对苦痛记忆的研究必须从个人层面上升到对文化特质的分析上。
[4]
对社会记忆进行

四类别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集体记忆研究的一种积极推进。实际上，学界更多的研究倾向于把社会记忆等同于集体记忆。

此外，关于集体苦痛记忆的研究，除了上升到对文化特质的分析以外，还需要上升到社会、区域乃至国家等层面上进行分析讨

论。一项关于土地改革时期农村社会生活的记忆研究发现，“无事件境”的特征非常明显，即农民虽然受的苦不少，但是他们

现在已经变得无“苦”可诉。
[5]484-553

这样的研究无疑有着其特定的地域和空间特征，并反映出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某种戒备心理。

在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的调查和研究中，有诸多的农民是处在一种“有事件境”状态的，他们除了有“苦”可诉，也有其它元素

可以诉说。在研究农村女性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集体记忆时，有学者发现这些女性的苦难记忆主要源于食物的短缺、日常用品的

匮乏以及身体的疲劳与疾病等。
[6]
该研究反映出特定人群（农村女性）对特定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的苦难记忆。在当下的农

村社会，女性的“苦”至少还包含了由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的内容。在有些时候，这些女性会和男性一起，把“诉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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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环境信访时寻求国家权力支持的一种重要策略。
[7]
知青把农村生活的集体记忆由个体和群体的苦难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苦难，

他们认为自己承担了国家的苦难，“青春无悔”成为他们主流记忆建构的一种模式。
[8-9]

或许，这只是知青集体记忆建构的一种

模式，后续的研究也许会探索总结出别样的模式。

在融合社会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集体记忆研究形成了重视国家权力对记忆塑造作用的国家权力

视角、强调特定群体认同记忆、“无记忆”甚至相对主流记忆的“反记忆”的社会群体视角以及认为记忆随着社会制度和时代

背景的变迁而延续、改造和重构的历史变迁视角。
[3]
在社会群体视角的集体记忆研究中，中国的集体记忆研究对民间社会阶层或

群体的关注较少，
[10]
在坚持“国家在场”“底层立场”与“制度变迁”三个特点的基础上，中国的集体记忆研究还将社会群体

的苦难与创伤这一议题作为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3]
集体记忆关涉的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还包括极强的现实问题，它不仅暗示

着人们对历史的看法，而且也影响着人们当下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态度。
[9]
但是，在社会学的研究中，集体记忆往往沦为社会学思

想中的细节而不那么引人注目，有时候甚至会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事实上，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它就

像聚光镜，把光束投向历史，但照亮的却是社会的现在和未来。
[11]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在工业化、城市化与区域分化的过程中，我国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污染。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环境抗争行动的多发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
[12]
笔者近年来一直在从社会学的视角关注和研究农民的环

境抗争问题。农民环境抗争指的是由遭受环境危害的农民所采取的、以维护其享有在适宜环境中的生产与生活权益为目的的、

具有很大自发性的一系列集体行动或个体行动，
[13]
其行为方式包括申诉、投诉、控诉、呼吁、抗议、静坐、堵路、集体散步、

集体下跪、围堵政府机关、示威、游行等。
[14]
在我国大陆地区，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农民环境

抗争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领域的一个学术研究议题，近年来又逐渐成为学术热点。在社会学的研究取向

上，
[15]
出现了社会差别、结构—制度分析、结构化以及社会治理等研究视角，诸多议题被研究和讨论，如农民环境抗争的原因、

历程、方式、关系网络、行动策略、行为逻辑以及制约因素等，形成了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宏观层面的主要有社会

转型
[16]
、结构—制度分析

[13]
、政治机会结构

[16-17]
、国家与社会关系

[12][18-22]
、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

[23]
等范式，微观层面的则主要

有生态文化自觉
[24]
、草根动员

[25-26]
、集体认同

[27]
、依情理抗争

[28]
、底层研究

[13][29]
、诉苦型上访

[7]
、混合型抗争

[30]
等范式。然而，

相关研究还存在理论建构不足、研究方法单一
[14-15]

以及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推陈出新力度不够等问题。本文除了增加农民环境抗

争的研究案例和研究内容以外，最大的学术追求莫过于基于经验研究，尝试为农民环境抗争的社会学研究增添一种新的研究视

角和研究范式，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集体记忆与农民环境抗争行为到底有什么关联？集体记忆能够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引发农民的环境抗争

行为？如果集体记忆能够引发农民的环境抗争行为，其具体的发生机制是什么？由集体记忆引发的农民环境抗争是怎样的一种

图景？它的特点又是什么？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个案研究是深化集体记忆研究的基本手段。
[9]
本文将基于集体记忆研究的社会

群体视角，结合相关实地调研资料，对上述问题作出分析和解释。

二、集体记忆与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发生机制

因为共享的记忆或纪念仪式所营造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归属感，集体记忆可以塑造广泛的群体认同。
[3][31-32]

集体记忆与农民环

境抗争行为的关系问题是笔者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以来一直在不断思考和试图解决的问题。2010-2017 年，本课题组对广东省、

安徽省和陕西省 100 多个村庄的环境污染和农民环境抗争现象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实地调研，发现在一些村庄中，农民环境抗争

行为的发生取决于其它一些诱发因素而非集体记忆，如经济利益、健康要求、不满情绪等。有些村庄的农民确实有着对村庄过

去的美丽环境、抗争事件或污染受害等的共享记忆；但是，环境抗争现象并没有在这些村庄发生，农民们选择的是忍耐和集体

沉默，即集体记忆没有引发他们的环境抗争行为。因此，我们认为，如果集体记忆能够引发农民的环境抗争行为的话，其必然

有着具体的发生机制。我们在对皖南地区的一个村庄和皖西南地区的一个村庄进行调研时，通过搜集和整理一些农民的口述史

资料，发现集体记忆可以引发农民的环境抗争行为。我们相信，随着我们在农民环境抗争问题上调研时间的不断持续和调研区

域的逐渐扩大，我们会发现更多的诸如此类的研究案例。



3

（一）从集体记忆到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发生有没有临界点？

我国农民的忍耐性是非常强的。绝大多数的农民自古以来就比较“胆小怕事”“怕担风险”“怕惹麻烦”“瞻前顾后”“凡

事能忍则忍”“不爱出头露面”，在很多事情上都表现出规避风险的态度，一般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33]

在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中，有大量的农民在环境污染危害面前选择了“集体沉默”
[34]144

，他们是农村环境污染中“沉默的多数人”
[19]

。农民在从忍耐到抗争的心理转变过程中，一般来说，可能会有一个临界点，如先是默默地忍耐；到了忍无可忍、实在忍不

下去、不满情绪积聚到一定程度时，抗争行为就有可能会发生。在皖南和皖西南地区的这两个村庄中，部分乡村干部认为这里

“民风比较彪悍”“农民都不太好讲话”，很多农民也认为他们自己不是那种“逆来顺受、谁想捏就能捏一把的人”。这些农

民有一些共享的关于村庄过去的美丽环境、抗争事件和污染受害的记忆，因为某一群体成员对某一事件的记忆大体上是相同的。
[31]

我们发现，正是这些共享的记忆引发了他们环境抗争行为的发生。对这些农民来说，从集体记忆到环境抗争行为的发生，其

实中间没有临界点。有学者也认为，集体记忆并非只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中，它还存在于表演、仪式、股市、冲突和生育等行动

之中，集体记忆实在就是社会行动。
[35]
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农村地理区域广阔且类型多样，在其它一些由集体

记忆引发的农民环境抗争行为发生的村庄中，也许会有一个特殊的临界点或者中介机制的问题。当然，这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的

实地调研和具体的研判工作。

（二）集体记忆中的哪些核心元素引发了农民的环境抗争行为？

在关于农民的集体记忆研究中，西北农村政治运动左倾政策所造成的农民苦痛记忆的研究
[4]
、农民关于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

活的记忆的研究
[5]484-553

以及农村女性对农业合作化的苦难记忆的研究
[6]
是目前学界非常有代表性的成果。在皖南和皖西南地区的

这两个村庄中，农民们遭遇的、叙述的较多的就是“苦”。他们所诉说的“苦”，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生活之苦”，因为

这两个村庄经济都比较落后，农民们以农业生产为主，耕种很辛苦但收入很微薄，加之环境污染的危害，他们的农业生产、家

庭收人、日常生活、身体健康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是他们的“生活之苦”；另一方面是“抗争之苦”，他们的环境抗

争均长达二十年之久，后来一个成功了，另一个还在继续进行中。除了“苦”的记忆之外，这两个村庄的农民还有关于“韧”

“怨”和“恨”的记忆。“韧”的记忆主要源于这两个村庄过去的一些抗争事件，如 20 世纪 50-60 年代小规模地反对大炼钢铁

和毁林开荒，20 世纪 80-90 年代大规模地反对乡村干部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等行为。较之我们调研的其它一些村庄，这

两个村庄的农民的环境抗争意愿是比较强烈的，抗争行动是比较坚决的，体现出一定的“韧”性。“怨”的记忆主要是关于污

染受害的记忆，如对污染企业不满、耕地和林地损坏、空气污染、溪流污染、健康损害等的记忆。有研究者认为，在环境抗争

中，“怨恨”最初的表现形式是“怨”，由于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和不当干预发展到“恨”。
[36]
这两个村庄的农民“恨”的记忆

主要是关于乡村干部的不作为、保护污染企业以及对他们环境抗争行为的不当干预的记忆。农民集体记忆中的“苦”“韧”“怨”

和“恨”等核心元素引发了他们的环境抗争行为。

（三）为什么环境抗争的主体是青年农民？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转型中的农村社会出现了“人口空心化”现象，即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人城市，导致农村人

口下降和农村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农村中剩下的人口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37]
有学者也称之为是“无主体熟人社会”。

[38]
在关于农村环境抗争问题的研究中，相关研究发现农村的环境抗争“以中老年人为主”。

[25][39]
在我们调研的这两个村庄中，

环境抗争的主体均是青年农民。
①2
在我们了解的相关研究和实地调研中，这种现象虽然并不多见，但也在一些村庄曾经发生过或

正在发生着。这两个村庄的青年农民很少有到外地务工的，除了正常的务农之外，基本上都在农村做一些建筑活或者到附近的

乡镇、县城打一些短工。有研究指出，在农村留守的老年人大多认为只要年轻一代过得好，自己的状况好不好已经无所谓了，

他们在环境污染中抱着能忍则忍、能拖则拖的态度，抗争维权的意愿在下降，当农村环境质量恶化时，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去

进行环境整治。
[40]
在农村中一般是由年轻人出面与地方政府和排污者打交道。

[40]
在这两个村庄中，从环境污染产生开始，在不

同的抗争阶段，就一直是由青年农民出面进行抗争维权，较之村里的老年人，他们对集体记忆中“苦”“韧”“怨”和“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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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心理感受更为强烈，抗争维权的意愿和行动也更为坚决，他们的环境抗争维权行动才能持续二十年之久。

三、集体记忆与汪村农民的环境抗争

本研究选择的是上述两个村庄之一的皖西南地区的汪村，一个在 2014 年底已经取得环境抗争成功的村庄。上述皖南地区的

一个村庄的环境抗争还在继续进行，笔者已经把它列人后续的研究计划之中。汪村是一个行政村，地处大别山腹地，下辖十几

个村民小组。全村 1100 多人，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比较落后。如前所述，村里的很多青年农民没有被卷人“民工潮”大军中，

他们中到外地务工的人极少。汪村农民是比较爱护环境的。1995 年以前，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任何环

境污染。由于汪村所在的乡镇经济非常落后，当地政府急于想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改革开放以后不久就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乡

镇企业发展和招商引资的政策和措施。1995 年 5 月，一家由两个当地人和一个外地人联合开办的采石场在汪村附近落户，汪村

农民开始遭受采石场放炮采石产生的噪音污染和加工石子造成的粉尘污染，距离采石场比较近的人家偶尔也会面临飞石的威胁。

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汪村“60 后”“70 后”和“80 后”的一批农民，在不同的时间段，各自作为杭争主体，进行了长达二

十年的接力式环境抗争。这是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的农民环境抗争的新现象。相信在今后的调研中，我们或许会发现此类现象在

更多的村庄中发生。在整理汪村 38 个农民
②3
的口述史资料时，发现主要是集体记忆引发了他们持续二十年的环境抗争行为。汪

村“60 后”“70 后”和“80 后”农民的环境抗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1995-2001 年）

在这个阶段，汪村“60 后”的 20 多个农民是环境抗争的主体。在他们的诉说中，“苦”和“韧”这两种元素始终占据着核

心的位置。我们认为，主要是“苦”和“韧”的记忆引发了他们的环境抗争行为。

“苦”的记忆主要是关于噪音污染、粉尘污染和抗争之苦的记忆。“60 后”农民 W006 在接受访谈时说，汪村环境污染比较

严重的时候，他感觉每天脑子里都是飞尘满天，很难受。他说，他们村很多人在环境污染严重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他们才要起来进行抗争维权。“60 后”农民 W012 形象地说，粉尘污染比较严重的时候，汪村整天灰蒙蒙的，每天好像都在

下大雾一样，还有，放炮采石的声音让他经常觉得耳朵快要聋了。他们过得非常“苦”，只有起来反抗了。他们有时感觉抗争

的过程还是蛮“苦”的，因为污染企业不愿意引进环保设备，给他们的经济补偿又非常少。

“韧”的记忆主要是源于汪村过去的一些抗争经历。“60 后”农民 W003 说，以前他们村有些人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开山，

后来虽然被批斗得很厉害，但是他们村的生态环境没有被严重破坏。现在严重的污染出现了，对生态环境不好，对他们村的人

也不太好，所以他们要向反对大炼钢铁和开山的农民学习，也要反对采石场造成的污染。他们先是派几个代表去谈判，但是没

有什么效果。后来就 20 多个人经常一起去，有时候还会和污染企业主和保安人员发生暴力冲突行为。“60 后”农民 W008 告诉

我们，他爷爷解放前上过几年私塾，是个文化人。他爷爷说，在汪村的字典里，好像从来就没有“忍”这个字。所以，他们采

取没有办法的办法，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明知污染企业主社会背景复杂，也要进行谈判和暴力维权。

（二）第二个阶段（2002-2008 年）

从 1995 到 2001 年，以“60 后”农民为主体的环境抗争使汪村多数农民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补偿，飞石的威胁也越来越少了。

但是，由于污染企业主社会背景较为复杂，加上个别乡村干部的“撑腰”，采石场放炮采石和加工石子仍一如既往地进行着。

值得注意的是，2000 年以后，汪村所在的乡镇响应县政府发展绿色旅游经济的号召，该乡镇的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陆续被

关停或者搬迁。但是，由于一些乡镇干部在考察中认为汪村附近的这个采石场“污染还不算严重”，所以该采石场在 2002-2008

年一直没有被列人政府关于污染企业关停或搬迁的工作计划中。汪村的环境抗争从 2002-2008 年一直在继续着。

                                                       
3
②其中，“60 后”13 人，“70 后”13 人，“80 后”12 人。为了研究的方便，笔者对访谈对象进行了重新编号，“60 后”的

编号是 W001-W013，“70 后”的编号是 W014-W026，“80 后”的编号是 W027-W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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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莱达·阿斯曼夫妇的研究中，有一种存在于日常沟通生活中的短时记忆，即他们所说的“沟通记忆”，这种记忆可以

通过群体的代际传播延续下去，跨度在三、四代左右。
[3]
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这种沟通性的集体记忆不仅在汪村农民代际之

间传播延续，也同样在“60 后”和“70 后”以及“70 后”和“80 后”农民的日常沟通交往中传播延续。有学者认为，集体记

忆的形成有赖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流、交往和分享。
[32]
在汪村，这批参与环境抗争的“60 后”农民，把“苦”“韧”还有心生

的“怨”气在村庄的日常交往实践中经常性地表现出来，并在家庭和村庄内外影响和传播给“70 后”农民。从 2002 年起，汪村

30 多个“70 后”农民走上了环境抗争的前台，“60 后”农民逐渐开始退居到幕后。在这批“70 后”农民的记忆中，除了延续

关于“苦”“韧”的记忆之外，还新增了“怨”的记忆。

“70 后”农民 W022 说，“60 后”农民在抗争中表现得很勇敢，所以他们也要勇敢起来。他说，他们在村里村外做工的，

因为环境污染问题，总觉得好憋屈，心里面好“苦”，而且他们感觉自己的健康已经受到很大威胁，所以对污染企业很不满，

心中“怨”气颇多。他们就在想，采石场怎么还是没日没夜的开工呢？他们要好好想想办法了。他们有时去乡镇政府找相关领

导咨询和求助，有时白天和晚上去采石场评理，道理讲不通就切断采石场的电、毁坏采石场的机器设备。当地派出所的人出面

干预了好几次。“70 后”农民 W019 说，有的乡镇干部说他们一直没有消停过，就喜欢闹点事出来，不闹事就不舒服，有时骂他

们是一帮刁民。其实，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都是本分人，也不是非要闹事不可。因为“60 后”农民都抗争好几年了，他

们不能让抗争停下来。他们经常会因为污染问题烦死了，也烦透了，要坚决行动起来进行抗争。

（三）第三个阶段（2009-2014 年）

从 2002 到 2008 年，以“70 后”农民为主体的环境抗争使汪村的更多农民获得了更多一些的经济补偿，但这并不是汪村农

民环境抗争的主要目标，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想让采石场关停或搬迁，还他们一个美丽清洁的环境。从 2009 年开始一直到 2014

年初，汪村附近的这家采石场仍然没有被列入政府关于污染企业关停或搬迁的工作计划中。因为乡村干部的不作为、对采石场

的保护和对环境抗争的干预，“70 后”农民开始有了“恨”的心理体验并传播给“80 后”农民。从 2009 年开始，“80 后”的

30 多个农民登上了环境抗争的舞台。他们除了“苦”“韧”和“怨”的记忆，又新添了“恨”的记忆。

“80 后”农民 W033 说，他们这些“80 后”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跟在“60 后”和“70 后”农民的后面，不懂事的时候

感觉好像看热闹，懂事了以后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他们也要坚持抗争下去。据他说，在他们抗争的那几个年头，

因为严重的粉尘污染，他们在村里好像从来看不清天上到底有没有太阳，他们过得很“苦”，心中的“怨”气很多。那时候，

他们认为乡村干部收了污染企业主的好处，所以才没有把这家采石场列入关停或搬迁的工作计划中。后来，这些乡村干部又挨

家挨户地对他们进行劝说，有时还威胁他们。他们觉得这些乡村干部很可恨。他们那时候最大的想法就是想办法让采石场关停

或者搬迁。“80 后”农民 W036 说，乡村干部确实很坏，到处给他们使绊子，所以他们很恼火，恨死了这些乡村干部，也恨死了

污染企业主。后来，他们接受了“60 后”和“70 后”农民的建议，想办法主动邀请了当地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到汪村，又想办

法请来了县环保局的领导。后来，在媒体和县环保局的干预下，再加上他们自己对美丽环境的强烈渴求和持续不懈地抗争，在

2014 年底，采石场终于搬迁了！

汪村“80 后”农民环境抗争的最终成功，其实还受到其它一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

中，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1998 年，汪村才有了第一部电话，电话是当时在村里开小卖部的一个农民安

装的。汪村“60 后”农民在进行环境抗争的时候，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相对比较单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非常少。到了 2004

年，汪村有将近一半的农民安装了电话，开通了电视，有几个“70 后”农民还购买了手机。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多了一些，与

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多了一些。2009 年以后，汪村几乎所有的“80 后”农民都拥有了手机，有十几户人家还开通了互联网。他们

获得信息的渠道变得广泛起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多、也更紧密了。在环境抗争的方式和策略选择上，“80 后”农民更强调

实用性和有效性，比如更积极地关注乡镇政府和县环保局关于污染企业关停和搬迁的工作方案，尽量减少或避免与污染企业的

暴力冲突以寻求更为合适的维权方式和策略，多次想办法主动邀请记者和县环保局的领导到汪村实地查看污染情况以寻求帮助，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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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集体记忆引发的农民环境抗争的特点

（一）心理感受的强烈性与抗争维权的坚决性

在汪村持续 20 年的环境抗争中，这批“60 后”“70 后”和“80 后”农民在不同的抗争阶段，各自作为主体承担了抗争维

权的使命。在他们的集体记忆选择中，“苦”“靭”“怨”和“恨”等心理感受比起汪村的一些老年人来说更为强烈，这种强

烈的心理感受和群体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他们抗争维权意愿和行动的坚决性。

“70 后”农民 W021 说，他们村的一些老年人有时候会说，你们都抗争了快十年了吧，好像不能达到让采石场关停或搬迁的

目的，要不等等再看吧。他不这么认为，和他一起进行抗争的其他农民也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心里面更多的想法是要一直抗

争下去，不能等，更不能放弃。只要抗争下去，就会有希望。“80 后”农民 W034 说，他们有时虽说是有点泄气，那是因为算上

他们在内，前前后后都抗争了十几年了，老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他认为这种偶尔的泄气也算是正常的，毕竟他们还年轻着呢。

不过，他们确实很难受，很憋屈，心里“怨”气很多，恨污染企业主，恨乡村干部，就想把采石场搞走。

这些口述史资料一方面说明汪村这些农民心理感受的强烈性与环境抗争维权行为的坚决性，另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青年

农民作为主体的环境抗争比起那些以老年人和妇女作为主体的环境抗争更容易达到某些目标或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在以往的一

些相关研究中，以老年人和妇女作为主体的环境抗争往往是失败的。
[13][29][33][39]

（二）环境抗争行为与集体记忆的交互性

有研究指出，集体记忆可以从某一群体向另一群体传播和延续。知青后代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记忆是一个从无到有的

过程，他们获得这种认知记忆的过程主要发生在知青家庭和亲友间的代际传递中。
[1]
而本文着重要论述的，主要是汪村“60 后”

和“70 后”、“70 后”和“80 后”农民在日常沟通交往中传播延续的关于环境抗争的集体记忆。

汪村“60 后”“70 后”和“80 后”农民的集体记忆引发了他们的环境抗争行为，而不同阶段的环境抗争行为又成为后续抗

争者的集体记忆，而后，增添了新的内容的集体记忆又会引发新一轮的环境抗争行为。在“60 后”农民的记忆中，“苦”和“韧”

的记忆引发了他们的环境抗争行为。他们在环境抗争中的身体实践以及在村庄日常交往实践中的“怨”气表现被传承到“70 后”

农民的记忆中，即“70 后”农民的记忆中包括了“苦”“韧”和“怨”的记忆。同样，“70 后”农民在环境抗争中的身体实践

以及在村庄日常交往实践中“恨”的表现又被传承到“80 后”农民的记忆中，这样，“80 后”农民就有了关于“苦”“韧”“怨”

和“恨”的记忆。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抗争阶段，汪村不同年龄段的农民的集体记忆呈现出一种演进性的特征，而演进后的集

体记忆又会引发新一轮的环境抗争行为。如果汪村的环境抗争还在持续的话，农民的集体记忆与环境抗争行为还会有新的交互。

（三）环境抗争记忆中的国家印象

有研究指出，国家价值传播要实现民间化，让民众成为传播话语的主体。
[41]
在汪村农民的集体记忆中，国家就是一个捍卫

正义的形象，他们一度认为这种正义形象的代表首先应该是他们乡镇政府的一些领导干部。可是，当他们屡次咨询和求助这些

干部而得不到任何实质性或有效性的帮助，甚至这些干部反过来对他们的抗争行为进行不当干预时，国家的印象在他们心中又

变得消极和模糊起来。“70 后”农民 W022 说，在他们的印象中，国家就应该是一个除暴安良、维护正义的形象，哪里有不平的

事，国家就应该出现在哪里。可是，当他们真正有困难找到乡镇政府的一些干部，这些干部的态度简直让他们受不了，而且，

这些干部还帮着污染企业主讲话，干预他们的环境抗争行动。所以，汪村的农民几乎没有人不对这些干部心生“怨”和“恨”

的。

在一项研究中，农民把上访目标的实现寄托在上级“青天”身上，“青天”信念支撑着他们的抗争过程，而抗争又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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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召唤出“青天”。
[42]
汪村的农民在遭遇环境污染时也经常渴盼着“青天”的出场。“80 后”农民 W035 说，他获得信息的渠道

比较广泛，知道现在有不少庸官和贪官，但是也有很多好官和清官，好官和清官就是老百姓的青天大老爷。他认为他们乡镇政

府的一些干部很坏，这些干部肯定不能代表国家的形象。他们去过县城几次，找县环保局的领导。后来，县环保局的领导到汪

村来了几次，汪村农民感觉还不错。所以他们认为县环保局的领导才是他们心目中的青天大老爷，能够代表国家的形象，帮助

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一时间，因为“青天”在汪村的出场，这些农民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又变得积极和清晰起来。笔者的一项

研究表明，在一些农村地区，农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地方政府来解决威胁他们基本生存的环境污染问题。
[33]

五、结语与讨论

本文基于集体记忆研究的社会群体视角，结合汪村农民的口述史资料，分析了集体记忆与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发生机制问

题，勾勒了集体记忆与汪村农民的环境抗争图景，总结了由集体记忆引发的农民环境抗争的一些特点。比照之前社会学有关集

体记忆的研究和农民环境抗争的研究，本文既是对集体记忆的社会学研究的一种积极关注、深化和扩展，又试图将集体记忆作

为农民环境抗争的社会学研究的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较之社会学界对集体记忆之文化特质的强调
[4]
，“无事件境”

[5]484-553
、

短时段的“沟通记忆”
[3]
、知青后代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记忆

[1]
、“青春无悔”

[8]
等的研究，本文一是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

一定程度地把农民集体记忆研究初步上升到对农村文化、社会、区域以及国家层面的分析上；二是清晰地展现了汪村“60 后”

“70 后”和“80 后”农民在环境污染中关于集体记忆的“有事件境”，即他们有“苦”“韧”“怨”和“恨”可诉；三是初步

发现在汪村这个特定场域，关于环境抗争的集体记忆也可以在“60 后”和“70 后”以及“70 后”和“80 后”农民的日常沟通

交往中传播延续，即集体记忆从某一群体向另一群体传播延续的时段可以更短，跨度不需要经历三、四代的时段。这种发现在

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集体记忆研究的一种积极推进；四是为集体记忆的社会学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也即关于农民在环境

抗争中“韧”“怨”和“恨”等元素的研究。同以往社会学视角下的农民环境抗争研究相比，本文试图为农民环境抗争问题的

社会学研究增添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或范式。

集体记忆研究充满了诱惑和危险，但是，也蕴含了无限的可能性。
[9]
集体记忆这个社会学思想中的细节颇有社会学的缘分。

[11]
把集体记忆作为农民环境抗争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正如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只是初涉了其“冰山一角”

[9]

一样，本文也只是初涉了农民集体记忆与环境抗争问题的“冰山一角”，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讨论。今后可以在以下三个方

面进行深入地挖掘：一是农民集体记忆与环境抗争行为的交互机理研究。本文只是初步探讨了一个村庄中农民集体记忆与环境

抗争行为的交互性。由于我国农村类型的多样性，在其它的农村地区，比如东部、西部地区的一些农村，它们之间的这种交互

性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是否和本文的研究是相同的或是相近的？是否存在更深层次或内涵的交互机理？二是农民环境抗

争后的集体遗忘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一些环境抗争失败后的村庄中，农民已经出现了集体沉默的现象，
[39]
这种集体沉默

是否会导致农民对环境抗争事件的集体遗忘？
①4
如果农民的集体遗忘现象出现，其发生机制是什么？社会代价又是什么？三是农

民个体环境抗争记忆微光的研究。这种记忆的微光或存在于集体记忆之外，或与集体记忆交织在一起而不被注意，有时被排斥

在社会学研究范式之外，是社会学视域中难以观察到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构成了对现有集体记忆研究的一种反思。
[43]

笔者将基于集体记忆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对上述议题进行持续地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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